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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鉴视域下的古代丝绸之路
相关史实考论

———基于出土文献和文物的考察

孔 德 超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立足文明互鉴视域,将出土简牍材料和考古发掘成果与传世典籍记载相结合,运用二重证

据法对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相关史实作了详细考察研究。通过研究可知,从空间上看,丝绸之路的起点已

延伸到今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使节往来的政治行为促进了中亚、西亚等丝绸之路西段国家和汉王朝在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和融合。另外,由丝绸之路上敦煌悬泉置所出“浮屠简”可知,佛教最早

传入中国的主要推动力是中亚贵霜的佛教,中原地区接受的应当是从贵霜,而不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从

时间上看,在“丝绸之路”凿空之前存在一个“前丝绸之路”,这一时期东西方在人员往来、商品贸易和文化

传播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为之后张骞开通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草原游牧人群在东

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代名词,运用出土

文献和文物开展丝绸之路研究是促进“丝路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有益实践,对体系化、科学化的“丝路学”

研究方法论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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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和非洲之间的重要贸易路线,因中国出产的丝绸是

其中一种主要的贸易商品而得名。随着交流范围的扩大和交流层次的深入,其内涵和外延在不

断扩展,已从单纯的地理空间概念变成了文明交流、融合、互鉴的文化模式[1][2]10-20。丝绸之路地

跨欧、亚、非三洲,涉及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学者多从跨文化和文化交流视域开展

丝绸之路研究,涉及丝绸之路的起源、物质文化、宗教传播、艺术交流、历史贡献等诸多方面,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3-11]。但当前学界的“丝绸之路”研究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

文化传播的“单向性”,研究视角多局限在中华文明对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影

响,或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注重中西文明双向交流和影响的相对较少。也就是说,研究

思路多单方面强调“输出”或“输入”,而未能很好地将“输出”和“输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文明

222

作者简介:孔德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出土简帛所见信仰谱系研究”(23CZS005),项目主持人:孔德超;四川省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出土简帛医药文献所见

驱鬼术研究”(CTWX2301),项目主持人:孔德超;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用专项资金项目

“《岳麓秦简》词汇研究及词典编纂”(SWU2309711),项目主持人:孔德超;重庆市语言文字科研项目

重点项目“汉镜铭文词汇研究及词典编纂”(yyk24112),项目主持人:孔德超。



交流互鉴视域观照东西方文明的双向传播、交流、互动和融合。本文立足文明互鉴视域,运用近

年来不断公布的出土简牍材料和考古发掘成果,同时结合传世典籍记载,对古代丝绸之路相关史

实进行详细考论,以期能推动“丝路学”的纵深研究。

一、从出土简牍看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

张骞开通西域后,丝绸之路得以凿空且得到官方确认。近年来不断出土的简牍材料,尤其是

西北简牍材料,为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古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第一手资

料。从地理位置上看,西北简牍的出土地敦煌等地处古丝绸之路西段的要冲,人员、物质、文化等

的交流基本都要以其为中介。需要说明的是,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首先是要有人员的流动,人员

流动才会带动物质的流动和文化的传播。而且,人员流动越具有双向性,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范

围才会更广,程度才会更深。敦煌地区出土的悬泉汉简和江苏连云港地区出土的尹湾汉简即为

我们更详细地了解汉王朝和西域诸国在人员、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更多可能。

(一)悬泉汉简所见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使节往来

悬泉汉简简Ⅱ90DXT0214①:130和居延汉简简E.P.T.59:582是记载丝绸之路东段的里程

简,两支简为我们勾勒出了长安到敦煌的详细路线。两简共列出34个地名,分别记录了七个路

段所经过的县、置和区间里程。由里程简可知,从长安出发,沿泾水河道西北走,经平凉、固原绕

过六盘山,在靖远过黄河,再穿过景泰和古浪到武威,经河西四郡出敦煌,这是当时东段的主要路

线,是官员、使者和商旅的首选[12]。悬泉汉简和居延汉简里程简,为我们开展丝绸之路东段的历

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为详细的一手资料。而且,悬泉汉简中还保存有汉王朝与西域诸国通过官

方使节交往的史料。

西域诸国使团沿丝绸之路进入汉王朝疆域,需要一套完整的行政审批流程: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罢、军候丞赵

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

申,入玉门关已。閤下……(Ⅱ90DXT0213③:6)[13]146

以上是敦煌太守千秋、库令贺就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若干人及马、驴、骆驼、牛等

牲畜于戊申进入玉门关一事向酒泉郡太守所发的文书。西域使者和随行牲畜要想进入汉朝疆

域,首先需要汉朝相关关口负责人向上级主管部门或官员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入关。使团顺利进

入汉朝疆域,入驻悬泉置后,相关人员还要负责接待工作:

  客大月氏、大宛、踈(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

(Ⅰ0309③:97)[14]133

以上简文是悬泉置接待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等若干西域王国使

团的记录。其中,大月氏最早和汉王朝发生联系,西汉建国之初,北方面临强大的游牧民族部落

的威胁,统称为“匈奴”的部落军事联盟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汉的发展,基本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

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史记·匈奴列传》有关于匈奴和汉王朝之间或战或和的多次记载,汉初国

家财力不足、元气不满,很难与匈奴抗衡,在与匈奴的交往中多处于被动地位。随着国力的增强,

汉武帝决定改变被动地位,一方面派遣卫青、霍去病等将领主动出击匈奴,一方面派张骞出使西

域来联合月氏“断匈奴右臂”。实际上,在张骞开通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前,大月氏人就在新疆至

河西走廊一带从事东西方贸易,尤其是玉石贸易[15]。可以说,大月氏人所开辟的“玉石之路”为

后世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

均在西域三十六国范围之内,皆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在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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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

于窴。”[16]3836扜罙,即扜弥。于窴,即于阗。《汉书·西域传》“渠勒国,王治鞬都城,去长安九千九

百五十里……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扜弥接”[17]3881,“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

十里……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17]3880,“莎车国,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至

疏勒五百六十里”[17]3897,“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17]3898。西域诸国虽与汉

王朝相隔较远,但却阻碍不了二者交流的强烈意愿和需求。而且,西域诸国还常以使团的形式结

伴出访汉王朝,如悬泉汉简有“送精绝王诸国客凡四百七十人”[14]114和“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

千七十四人”[14]110的记载,使节交流的频繁由此可见一斑。

以使节和使节团为主的人员交流必然涉及饮食,悬泉汉简亦保存有详细的供给西域使者的

饮食记录:

  1.出粟一斗八升。六石八斗四升,五石九斗四升。以食守属周生广送自来大月氏使者

积六食食三升。(Ⅱ0214①:126)[14]106

2.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竝、叶贺所送莎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

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13]131

3.出粟二斗四升,以食乌孙大昆弥使者三人,人再食,食四升,西。(V1611③:118)[14]143

例1是悬泉置供给大月氏使者食物的记录;例2是汉朝使者董竝、叶贺供给莎车、罽宾、祭越

使者的食物记录。罽宾地处丝绸之路南道的一条重要支线上,罽宾商人经常来往中国。由于丝

绸之路贸易利益丰厚,罽宾时常派遣使节来到中原,并向中国称臣纳贡。罽宾与汉朝建立关系始

于汉武帝,公元前115年张骞出使乌孙,派副使至罽宾。“祭越”一名未曾见记录,据罗帅先生考

证当为《汉书·西域传》中的“西夜国”,在今叶城县南山谷中,与莎车为邻,地当罽宾—乌弋山离

道[18]。例3是供给乌孙大昆弥使者食物的记录,乌孙大昆弥是乌孙国国王。可见,在招待西域

到访使节事宜上,国家在人员安排和供给饮食方面皆有成熟的体系。而且,西汉政府还会根据外

客所属国家的强弱、使者的级别等因素制定待客标准,敦煌郡则负责按照标准提供相应的待

遇[19]。简言之,西汉敦煌郡在接待西域到访使者时有明显的尊卑等级区分,接待规格亦由此

制定。

西域使节来访交流后,汉王朝还会专门安排相关人员送他们回国:

  神爵二年四月戊戌,大司马车骑将军臣□承制诏请□:大月氏、乌孙长□凡□□□富候

臣或与斥候利邦国、侯君、侯国、假长□□□中乐安世归义□□□□□□□□□。为驾二封

轺传,十人共□,二人共载。御史大夫□下扶风厩,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十月

□。(V92DXT1411②:35)[13]138

简文是说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四月戊戌,汉朝中央政府的御史大夫、大司马、车骑

将军按照皇帝诏书的旨意,安排大月氏和乌孙的使臣、王侯回国。乌孙国亦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节点,与汉朝的交往也非常密切,《汉书·西域传》和《张骞传》有汉朝嫁公主于乌孙昆莫以及乌孙

向汉朝进贡的记载。

纵观东西方交流历史,我们会发现不仅有大量的西域诸国使节出访汉朝,汉朝也有使节频繁

出使西域诸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到“(张)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

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16]3847,后“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

谢”[16]3847,目的是“因令窥汉,知其广大”[16]3847,强化与汉王朝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另外,江苏连

云港尹湾汉墓出土有著名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是记录东海郡一处大型武器仓库库藏

情况的账册。其中,木牍6背面记有“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20]115。使节,古代卿大夫聘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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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诸侯时所持符信。《周礼·地官·掌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

节。”郑玄注:“使节,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诸侯,行道所执之信也。”[21]据史籍记载,随同张骞至长安

的乌孙使者回国后,报告了汉王朝的强盛,为了巩固两国关系,几年后江都王刘建(汉景帝之孙)

的女儿刘细君被封为公主,嫁给乌孙国王昆莫,即乌孙公主。《汉书·西域传》记载到“公主至其

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17]3903,乌孙公主常以故国

的丝织品赏给昆莫左右的贵人,这是汉王朝远嫁的公主在用代表故国的丝织品拉拢乌孙贵族。

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决定和乌孙国组成联盟,而乌孙公主是汉武帝时期被派遣

和亲乌孙国的公主。从丝绸之路的功能考虑,此时的乌孙公主政治目的更强,而九十三个“乌孙

公主诸侯使节”藏在汉墓武库更可说明乌孙国和汉朝在政治往来上的频繁。

据上可知,西域诸国与汉王朝在官方使节往来方面比较频繁,这种官方使节往来虽是政治行

为,但也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为之后更广领域的交流互鉴作了坚实的铺垫。人

员流动是文明交流的基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均由人创造,亦由人传播。无论是商业贸

易,还是政治往来,抑或是文化交流,不同文明形态的交流互鉴归根结底是人类多元思想文化的

展示、共享、交流和互鉴。
(二)悬泉汉简所见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

伴随着使节往来、商品贸易,西域诸国和汉王朝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宗教传

播方面。关于这一点,敦煌悬泉汉简的公布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上外来宗教传入我国的

时间和路线提供了新的认识。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最早且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

佛教。而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则有多种意见[22-23]。荣新江先生根据大月氏王使伊存

口授《浮屠经》和汉明帝遣使到大月氏写经两条史料认为佛教入华最早的主要推动力是中亚贵霜

的佛教,而不是印度佛教。中原地区接受的应当是从贵霜那里传来的佛教,而且这也与贵霜王朝

大力推广佛教的政策相符[7]59-67。这一观点极具启发性。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128枚简,其
中编号为Ⅵ91DXF13C②:30的简文内容为:

  少酒薄乐①,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24]186

学界一般将此简称为“浮屠简”。浮屠简出自悬泉置坞院内靠北墙的一间小房子里,由与其

同一地点和埋藏层位出土汉简可知,其所载年代最早为公元51年,最晚为公元108年。也就是

说,浮屠简的具体年代应在公元51年到公元108年及其前后。

简文“浮屠”,又作“浮图”,为佛教用语,有佛陀、佛教、和尚、佛塔四种解释。“小浮屠里”,当
从郝树声、张德芳先生理解为“有僧人或佛塔的一个里”[24]191。当时社会中不少地名都包含佛教

元素,如《高僧传》中的“佛陀里”[25]是非常典型的以佛教词汇命名的地名。汉以后的十六国高昌

地区,大量的僧号、道号出现在各种文书中,而且俗名中都明显带有佛教痕迹,如僧求、佛保、浮
图、白佛救、竺佛图等[26]。简文说谭堂写信请人来小浮屠里一聚,可知小浮屠里应当在敦煌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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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简文“少酒薄乐”,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理解为“少饮酒,不耽于怡乐”,而对于“乐”究竟为什么内容,还难以确

指。二是主张“少酒”当读为“小酒”,“薄乐”意为少许快乐。“少酒薄乐”意即饮小酒稍作快乐。三是将其看作“请人赴宴”的客套话、

谦虚词。学者多根据“少酒薄乐”一词,判定这支简很可能是遗落在悬泉置的一封僧徒之间的来往信件,或者是一件佛家弟子要求拜

见长老的名刺。按:客观上讲,单从“少酒薄乐”一词看不出佛教元素,而且它和佛教“五戒”之第五戒“不饮酒”,“十戒”之第十戒“不饮

酒戒”亦没有太大关联。此简为谭堂请人聚会的书信,“少酒薄乐”应为请人赴宴的一种客套话。“薄”有“少”义,《汉书·东方朔传》云

“令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奉禄薄”即俸禄少。古书有“酒乐”一词,《墨子·非命中》:“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

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后汉书·史弼传》:“外聚剽轻不逞之徒,内荒酒乐,

出入无常。”“沉于酒乐”和“荒酒乐”即沉湎于饮酒享乐。简文“少酒薄乐”与后世常见的“略备薄酒”相似。所以,从“少酒薄乐”是看不

出佛教色彩的。可参看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90-194页;王裕昌:《敦煌悬泉置遗址

F13出土简牍文书研究》,《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第78页;赵宠亮:《“悬泉浮屠简”辨正》,《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第33-36页。



或悬泉置附近,至少应当在敦煌的范围内,说明当时敦煌应该有了浮屠建筑或有僧人居住。也就

是说,早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而且一开始就流行在民间。

悬泉置“浮屠简”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丝绸之路上佛教传入汉王朝的路线和时间提供了新

的材料,在贵霜与东汉之间的佛教传播链上增加了一个关键点,填补了佛教传播史上的重要缺

环。除此之外,我们还可得知贵霜佛教是经过敦煌所在的河西地区传入内地的。佛教传入内地

后,很快就和中国传统的黄老思想混在一起,在东汉都城洛阳和东南沿海一带流传开来,形成了

中国式佛教[27]。《后汉书·楚王英传》“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28]1428,《后汉书·襄楷

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28]1082,说明佛教在社会上层有了一些信徒。《三国志·吴书·

刘繇传》:“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

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

余人户。”[29]此时佛教已遍布民间,开始铸造佛像,修建寺院,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之

后,中国佛教又向外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区[2]98。国别化的宗教文化逐渐走向区域化和全

球化,多元化的宗教文化格局就在文化的双向互动和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

(三)尹湾汉简所见古丝绸之路起点

除了敦煌悬泉汉简,东部沿海地区出土的尹湾汉简为我们重新认识丝绸之路的起点提供了

重要材料。关于丝绸之路的起点,一般认为西汉时期的起点是长安,东汉时期的起点是洛阳。尹

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上记录的一些物品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丝绸之路”的地理空间

范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木牍6背面记有“薰毐八斗”[20]116。关于“薰毐”,李均明先生认为其“疑指熏烟的原料藁艾之

类。集簿见薰毐8斗,以容量计,当为原料之类,非器物”[30]。如果说“薰毐”为熏烟的原料藁艾

之类,那么它为何会出现在武库中呢? 所以,“薰毐”具体为何物还需要再研究。张显成先生指

出,“毐”为“毒”字省写,“薰毐”即“薰毒”。尹湾汉简中的“薰毒”和悬泉汉简中的“薰力”皆指“薰

陆”。毒,定母、觉部;陆,来母、觉部,二者韵相同,声同为舌头音,故“毒”通“陆”[31]274。他进一步

指出:

  薰陆,是一种药物,也可作香料,为橄榄科植物卡氏乳香树的胶树脂。……此物在本草

书中多有记载,且又名较多,魏晋·佚名《名医别录》称之为“薰陆香”“乳香”,五代·李珣《海

药本草》称之为“马尾香”“乳头香”,宋·寇宗奭《本草衍义》称之为“西香”,明·李时珍《本草

纲目》称之为“天泽香”“摩勒香”“多伽罗香”“浴香”,等等。薰陆的主治功用是止痛长肉、调

气活血、治跌打损伤。……上引《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记该物为军中藏药,显然是战

备药物。“薰陆”中土不产,产于红海沿岸至利比亚、苏丹、土耳其等地,是外来药。上举该药

的“西香”“摩勒香”“多伽罗香”等名即是典型的外来药的名称。……这些文献记载均说明薰

陆来自西亚,由商贾转入中土。……此药汉王朝设置在东南地区的大型兵站也仅藏了“八

斗”,显然是 藏 于 武 库 的 极 其 珍 贵 的 军 用 药 品,说 明 由 于 薰 陆 来 自 遥 远 的 西 亚,非 常 难

得。[31]274-275

薰陆产自西域,古医药文献中多有记载。《本草纲目·薰陆香》引宋掌禹锡之说曰:“《南方异

物志》云:薰陆出大秦国。”又引宋叶廷珪《南蕃香录》云:“乳香一名薰陆香,出大食国南。”[32]宋唐

慎微《证类本草》引《本草图经》曰:“(沉香)又薰陆香,形似白胶,出天竺、单于二国。”[33]以上大食

国即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大秦国即罗马帝国,天竺即古印度,单于国即匈奴,这些国家均为

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记载的年代为永始四年,即公元前13
年,说明此时丝绸之路的东段已延伸到今江苏连云港东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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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的敦煌悬泉汉简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尹湾汉简,分处古丝绸之路的西、东两端,通过

简牍材料记载,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丝绸之路东段的具体路线,还可更深入地了解丝绸之

路凿空后东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从空间上看,丝绸之路的

起点已经到达了今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从商品贸易到使节出访,遥远的西域与汉王朝因丝绸之路

的开通而联系越来越密切,交流和互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另外,由丝绸之路上敦煌悬泉置所出

“浮屠简”可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推动力是中亚贵霜的佛教,中原地区接受的应当是从贵

霜,而不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出土简牍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张骞开通西域、

凿空丝绸之路是对丝绸之路的官方确认,此时的丝绸之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在此之前还应存在

一个“前丝绸之路”,即丝绸之路的奠基期。

二、从考古发掘看“前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

“古往今来,中国与域外的联系始终存在,其密切与广泛的程度幅度,或许远超现有的认

识。”[34]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成果的不断公布,我们对“前丝绸之路”的认知也在不断扩展和加

深,即在“前丝绸之路”时期中国即和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以丝绸为主体的物质和

文化交流。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西方文化和来自东亚的东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交流,为

汉武帝时代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纵观中西文明交流史,巴泽雷克和甘肃张

家川马家塬墓葬是前丝绸之路时期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过程中非常典型的文化遗存。由墓葬出

土实物可知,从丝绸到金银器、青铜器、漆器,再到铸造工艺等,都在传播和交流之列,为我们更进

一步认识“前丝绸之路”时期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前丝绸之路”时期中西文

明的交流互鉴亦以人员的双向流动为基础,交流对象始于丝绸,这与中国古代起源非常早的蚕桑

文化密切相关[35]。

(一)巴泽雷克墓葬出土文物所见中国楚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

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考古学家С.И.鲁登科和 М.П.格里亚兹诺夫先后在阿尔泰山北麓

发现巴泽雷克文化大墓,包括巴泽雷克墓地的5座“国王冢”,其墓主人为驰骋欧亚草原的斯基泰

人。关于墓葬年代,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36]347。值得注意的是,在巴泽雷克

第5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非常精致的茧绸鞍褥面,制作技术为平纹,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

链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为凤栖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已故的В.М.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认

为这类丝织品为中国制造,是供最富有的人们特别是供“公主”出嫁时用的。刺绣主题选凤凰飞

翔于壮硕的梧桐树之间,按朱子的注疏,有象征宫廷昌隆之意[37]。牧金山先生认为巴泽雷克第5
号墓出土的凤凰主题的丝绸可能和楚国相关,他进一步论述道:

  中国楚地可能与巴泽雷克文化人群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契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好

鬼信巫、崇尚凤鸟,而巴泽雷克文化人群遵循万物有灵的萨满教传统,将格里芬当作自己的

图腾。巴泽雷克文化的格里芬和楚国的凤鸟纹在形式上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38]85-86

“凤”为楚人的至上灵物,其信仰范围主要流行于楚国中部和南部腹心地带的江汉平原和洞

庭湖平原,“凤”崇拜是楚公族信仰与土著楚蛮信仰相互浸淫的结果[39]。1981年湖北江陵马山1
号战国楚墓发现大批丝绸和刺绣。其中,墓葬出土的凤鸟纹刺绣与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的马鞍

褥面上的凤鸟纹刺绣如出一辙;巴泽雷克3号墓所出大几何纹二色锦残片,与湖北江陵马山1号

楚墓出土大几何纹二色锦相同[40]。又如,湖南长沙楚墓 M1569出土一件战国中晚期的凤纹刺

绣,主题为一凤大步行走于花草之间,与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凤凰刺绣同类[41]。另外,包山

楚墓中亦出土不少凤鸟纹绣,与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凤凰刺绣亦属同类[42]。毋庸置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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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雷克第5号墓以凤凰为主题的刺绣正是中国古代楚文明所孕育的物质文化成果经传播交流而

保留在丝绸之路沿线巴泽雷克大墓的物质遗存。因此,牧金山先生对刺绣的文化溯源是准确的。

关于丝绸是如何传入阿尔泰山北麓地区的,牧金山先生认为中国楚地可能与巴泽雷克文化

人群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契合,楚地器物可能是由穿行于河西走廊的游牧人带入的,从阿尔泰到

新疆再到河西走廊东端可能存在人群的交往或思想、观念的传播[38]85-86。乌恩岳斯图先生指出巴

泽雷克文化的居民同北方草原地带早期游牧人之间有着频繁的交往关系,他们同中原地区的交

往也必然经由中间环节。因此在巴泽雷克文化遗存中发现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就不难理解

了[36]348。两位先生皆强调了巴泽雷克文化和中华文化交往过程中游牧人群所起到的重要媒介作

用,这一点极具启发性,我们可以顺着这条思路继续向下挖掘。

关于草原在文化传播上的作用,林沄先生曾提出著名的欧亚草原青铜文化起源上的“旋涡理

论”,即中央亚细亚的开阔草原地带,是一个奇妙的历史旋涡所在。它把不同起源的成分在这里

逐渐融合成一种相当一致而稳定的综合体,又把这种综合体中的成分,像飞沫一样或先或后地溅

湿着四周地区[43]。由此可见,草原和草原游牧人群在文化交流互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

以,很多中外史学家考证得出“前丝绸之路”即“草原之路”,是当时连接东西方交流往来的主要通

道之一。一般认为,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准噶尔盆地进

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这是古代游牧民族经

常迁徙往来的通道,来自东欧的印欧语系民族斯基泰人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

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南行至阿勒泰地区[44]。实际上,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初期,中西方之

间的物质交流就已经日渐起步并逐渐繁盛,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元素相互交融,而

早期中西方之间的物质及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就是经由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进行的,其大

致路线是经过长江流域的楚地、黄河流域、太行山、雁门、河套地区、蒙古高原最终抵达阿尔泰山

及该区域以北;同时还向西开辟出经由南俄草原并抵达黑海北岸的路径,可见草原“丝绸之路”具

有多个分支并横贯欧亚大陆,甚至通向南亚或西亚地区,其对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都发挥了极其

巨大的作用[45]。可以得知,“前丝绸之路”时期东西方文明即在人员、物质和文化方面进行了充

分的交流和互鉴。

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地区和中国楚地虽相隔遥远,但这丝毫不会阻碍两种文化之间交流的愿

望,因为文化本身就有扩散和交流的内在需求。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曾论述

道:“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

流’。文化决不独占山头……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

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

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46]“文明因交流而多

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句话在巴泽雷克和中国楚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得到了直观的体现。

(二)马家塬墓葬出土文物所见中西文化的交流互动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东南部发现的张家川马家塬墓葬,从出土的遗物观察,墓地的总体年

代应当在战国晚期,碳-14测年为公元前350年左右[47]27-30。此墓地有着浓烈的当地土著———西

戎文化的因素和特征,应是秦人统治下的某一支戎人首领的墓地[48]。马家塬墓地出土器物丰富

多样,因此成为早期秦文化考古非常重视的一个文化遗存。

墓葬内錽金银铁饰件上的忍冬纹、巨喙鸟、变体鸟纹、镂空带有剪纸效果的带饰、动物相斗

纹、成列行进的动物等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有密切的关系[49]。尤其是马家塬出

土金银饰所具有的剪纸艺术特征最有可能来自巴泽雷克文化,是西戎人在同中亚、萨彦—阿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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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互动中,借鉴巴泽雷克文化因素,并吸收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规整的图案设计之美进行再创

造,从而达到的一种独特、新颖的装饰艺术之新境界。显然,巴泽雷克文化同中国在战国晚期已

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往来、互通物资,可以肯定已是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最直接的通道很

可能是马家塬西戎族人通过新疆阿尔泰哈巴河地区与巴泽雷克文化互动[50]。毋庸置疑,游牧人

群在巴泽雷克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墓葬内出现的大角羊等图像或纹饰以及人形车辖首等形象,皆与中亚波斯文化关系密切。

马家塬墓葬出土的带翅膀和鬣鬃的大角羊分别与东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冢出土的大角羊雕像和

阿尔泰地区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鞍垫上贴的大角羊形毡花相似。李零先生指出中国的

有翼神兽,无论就文献记载看,还是从文物形象看,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艺术有不解之

缘。它在中国艺术中的出现可上溯到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是从那时突然出现,逐渐发展为中

国艺术的重要主题。其流行时期主要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这一段。春秋中期到战国

时期(前6—前3世纪),即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期大致同步而略晚。同时还

指出,中国的有翼神兽虽受外来影响,但它们与中国的艺术主题长期共存,又受后者影响,二者是

互动关系[51]。来自中亚的波斯艺术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北的过程中,亦与沿线地区发生

着艺术的交流和融合。以上伊塞克古冢、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以及马家塬M3的大角羊形象,均

源自于波斯风格的格里芬。在我国新疆地区和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已经完成了从鹰首到羊首、角

明显变大的转变,在阿尔泰和新疆东部翅膀或者背鬃已经消失,整体演变趋势是逐渐地简化和变

形。在这一演变链条中,马家塬 M3的大角羊处于较晚的阶段。另外,马家塬墓地 M4一号车的

车辖上有一戴尖帽的半身胡人雕像,人两手握在胸前,应为套在车辖主体顶部的车辖首,常被称

为“人形车辖首”。马家塬 M4的人形车辖首最显著的特征是鼻梁高,头戴尖顶帽,人物的欧罗巴

人种特征非常明显,应源于西方。值得注意的是,人形车辖首也见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

马车上。如波斯波利斯的阿巴达纳王宫东踏道浮雕中的埃兰贡使进贡队列中的马车上的人形车

辖首,与马家塬 M4中的人形车辖首极为相似。从年代上看,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相当于春秋晚

期至战国中期,与马家塬墓地的年代前后相接。所以马家塬 M4的人形车辖,来源于波斯的人形

车辖的可能性最大。马家塬的人形车辖上出现的尖顶帽和高鼻的特征,可能是从波斯通过中亚

的塞人(即斯基泰人)传入甘青地区的过程中出现的。戴尖顶帽的斯基泰人形象见于波斯波利斯

阿帕丹宫殿东台阶的波斯人朝贡浮雕,在中亚的伊赛克古冢、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中都可

见到带金银装饰物的尖顶帽[52]99。从以上所列举的大角羊和人形车辖首形象,我们可以得知先

秦时期中华文化中的动物图像或纹饰元素很明显与古丝绸之路西段的波斯文化密切相关,马家

塬墓葬出土器物的丰富多样直接表明了二者之间交流和互动的频繁和深入。

除了巴泽雷克文化元素和波斯元素,墓葬所出器物还体现了鲜明的秦文化、中原文化、楚文

化等特色。如墓葬出土的铜壶、铜鼎、铜戈、茧形壶、陶釜、釜甑组合的甗、龙纹带环、绳纹灰陶罐

等来源于秦和中原地区。墓葬之中以台阶数量的多寡区分等级的观念也明显是在中原礼制的影

响下而形成的;铜敦、车辆上的漆绘花纹等则是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而且楚文化传到此地应是

得益于中间环节的秦人[47]27-28。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马家塬是前丝绸之路时期东西方文明交汇

的重要节点。

在吸收西方巴泽雷克、波斯等文化元素,东方秦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等文化元素的基础

上,我们还可透过马家塬墓葬出土的多元器物发现古丝绸之路两端不同文化元素之间的交流和

融合。如在装饰用物的选择上,多用金银器是欧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巴泽雷克等文化和中国北

方青铜文化的特征之一,而我国古代中原传统文化中则主要以玉为装饰。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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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当黄金被人们认识后,首饰很可能就是黄金应用的第一个领域。就首饰的质地而言,在北方地

区一直以金属为主,基本不见玉器,而形制独特的黄金首饰更成为北方文化集团区别于中原文化

的一种标识[53]。从欧亚草原看,希罗多德《历史》中有格里芬看守黄金的记载,而且这一时期阿

尔泰地区使用黄金非常广泛。再看我国,战国中晚期金器的制作工艺日渐成熟,金银镶嵌技术也

日臻完善,这一点从宝鸡益门村2号墓、曾侯乙墓和内蒙古伊克昭盟阿鲁柴登匈奴王墓中出土的

金器可以看出。从马家塬墓地的情况看,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未见到任何玉器,金制品主要为各类

人体、衣服装饰和车马饰件。从文化传统上来说,应是结合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西北地区传统

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的因素。象征着墓主的财富和地位[54]。从马家塬墓葬出土的金制品,我们

可以看出古丝绸之路两端的文明交流不是单向的输入或输出,也不是文明之间在物质、文化等方

面机械、僵化地双向互动,更多的是交流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多元文化元素,寻找不同文化之间

的契合点,进而生成为一种新质文化的创新过程。另外,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随葬品中还可以见到

斯基泰风格的动物纹、植物纹和几何形纹为母题的装饰纹样、具有剪纸艺术风格的动物造型、戴

尖顶帽的人物形象和墓主所戴的有珠饰的尖顶帽[55]。由此可见,马家塬墓地所反映的西戎文化

是多种文化因素的复合体,墓葬所出琳琅满目的珍贵器物正是多种文明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反映。

巴泽雷克和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葬是前丝绸之路时期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过程中非常典型

的文化遗存,除了丝绸,金银器、青铜器、漆器甚至工艺等都在传播和交流之列。而且,中西文明

在不断地交流过程中还互相借鉴,在保持外来文明因子的基础上,还适当融入了本地域或本民族

特色。其实,不只西北部,早在商周时期西南部的成都平原亦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核心区域,

通过近年来不断公布的三星堆考古发掘成果,我们可以得知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这里就存

在一条从成都平原出发,经由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东南亚、中亚、西亚的重要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通道,此即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56]。限于篇幅,这里不再

展开论述。可以说,“前丝绸之路”时期中西文明交流已经非常频繁,这也为后来丝绸之路的正式

开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可知,将近年来出土简牍材料和考古发掘成果与传世典籍记载相结合,运用二重证据法

从文明互鉴视域观照古代丝绸之路,可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从空间上看,丝绸之路的起点已延伸到今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使节来往的政治行为促

进了中亚、西亚等丝绸之路西段国家和汉王朝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和融合。

另外,由丝绸之路上敦煌悬泉置所出“浮屠简”可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推动力是中亚贵霜

的佛教,中原地区接受的应当是从贵霜,而不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

第二,从时间上看,在“丝绸之路”凿空之前存在一个“前丝绸之路”,这一时期东西方在人员

往来、商品贸易和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为之后张骞开通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而且,草原游牧人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一是连续性,二是创新性,三是统一性,四是包容性,五是和平性[57]。中华文明具有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平统一、开拓创新的文化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丝绸之路”很早就成为古代中

国一个非常显著的民族标志的原因。立足文明互鉴视域,结合近年来新出土的文献和文物,通过

对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相关史实的详细考察,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文化交流是文明进步的内生动力,文明互鉴是尊重文化差异、化解文化冲突、促进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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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发展和进步的必由之路。“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代名词,运用出土文献和文物

开展丝绸之路研究是促进“丝路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有益实践,对体系化、科学化“丝路学”研究

方法论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中国学者在从文明互鉴视域下开展丝绸之路研究时,既要牢牢坚守中华文明的自信和

本色,同时也要放眼世界,从国别史到区域史再到全球史,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扩展国

际视野,全力构建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着力将“丝绸

之路”学打造成中华文明一张亮丽的名片。

参考文献:

[1]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

[2] 纪宗安,刘永连.丝绸之路与中外文明交往[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2.

[3] 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60.

[4] 幸晓峰,等.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带与中国文明对外传播与交往[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15-172.

[5] 喻静.丝绸之路与文化传播———“多元文明交流与互鉴工作坊”论文集[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3-60.

[6] 魏泓.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M].王东,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35-82.

[7] 荣新江.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59-67.

[8] 武斌.丝绸之路全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8:20-421.

[9] 鲍志成.跨文化视域下丝绸之路的起源和历史贡献[J].丝绸,2016(1):71-80.

[10] 孟宪实.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之路———读《从张骞到马可·波罗》[N].光明日报,2023-04-22(12).

[11] 张鹏.文明互鉴视野下的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专栏建设的回顾与展望[J].美术研究,2023(6):52-60.

[12] 李婷.秦汉历史和丝绸之路文化的资料宝库———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谈西北汉简[N].文汇报,2018-06-06(10).

[13]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G]//荣新江,李孝聪.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4]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5] 叶舒宪.玉、马、佛、丝———丝路中国段文化传播多米诺效应[J].人文杂志,2016(9):8-22.

[1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7]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8] 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J].西域研究,2012(2):38-45.

[19] 郑炳林,司豪强.西汉敦煌郡迎送接待外客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22(5):124-133.

[20]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1] 郑玄.周礼注疏[M].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49.

[22] 赵宠亮.“悬泉浮屠简”辨正[J].南方文物,2011(4):33-36.

[23] 荣新江.陆路还是海陆? ———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述评[G]//荣新江.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2005:16-43.

[24]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25] 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16.

[26] 沙梅真.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姓氏资料及其文化意蕴[J].敦煌研究,2007(1):97.

[27] 赵声良.敦煌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3(4):64-70.

[28]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9]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3:1185.

[30] 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G]//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9:118.

[31] 张显成.释尹湾汉简的“薰毐”———兼论“薰陆”一药的输入[J].文史,2001(4):273-275.

[32] 李时珍.本草纲目[M].刘衡如,刘山永,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312-1313.

[33] 唐慎微.证类本草[M].尚志钧,等校点.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363-364.

[34] 桑兵.和谁? 为何? 如何? ———中国史与世界史对话的预期及现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5):45-55.

[35] 赵丰.中国丝绸通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11-19.

[36]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32



[37] С.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J].潘孟陶,译.考古学报,1957(2):37-48.

[38] 牧金山.巴泽雷克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J].大众考古,2022(7):78-87.

[39] 刘玉堂,贾海燕.楚人的宗教信仰与四象空间观念———兼及对道教的影响[J].宗教学研究,2018(4):244-251.

[40] 林梅村.轴心时代的波斯与中国:张骞通西域前的丝绸之路[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332.

[41]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416-417.

[42]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66-184.

[43]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M]//林沄.林沄文集·考古学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79-111.

[44] 张国刚.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J].西域研究,2010(1):1-3.

[45] 陈鲲.楚国与早期东西方文明交流———以蜻蜓眼玻璃珠为例[J].江汉论坛,2024(5):113-120.

[46] 季羡林,张光璘.东方文化集成[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5.

[4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4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

2008(9):4-28.

[49] 陈建立,王辉.北大考古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EB/OL].(2021-11-17)[2024-03-16].https://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20101.

[50] 高西省,袁锦岚.黄金、游牧与汇聚:以天水马家塬西戎金银饰动物造型为例(上)[J].美成在久,2022(2):6-23.

[51] 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M]//李零.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87-135.

[52] 潘玲,马婷.马家塬墓地波斯文化因素分析[J].草原文物,2023(2):91-106.

[53] 乔梁.美玉与黄金———中国古代农耕与畜牧集团在首饰材料选取中的差异[J].考古与文物,2007(5):47-52.

[54] 王辉.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初探[J].文物,2009(10):70-77.

[55] 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J].考古与文物,2013(6):59-68.

[56] 邱登成.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看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J].中华文化论坛,2013(4):37-44.

[57]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AnInvestigationintotheHistoricalFactsRelatedtotheAncientSilkRoadfromthePerspectiveof
MutualLearningamongCivilizations:BasedontheUnearthedDocumentsandCulturalRelics

KONGDechao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mutuallearningofcivilizations,thispapercombinedtheunearthedbambooslipsand
archaeologicalexcavationswiththerenownedclassics,andmakesadetailedinvestigationandresearchonthehistorical
factsofChina􀆳sancientSilkRoadbyusingthedualevidencemethod.Throughresearch,itisknownthatfromtheper-
spectiveofspace,thestartingpointoftheSilkRoadhasextendedtoDonghaiCounty,Lianyungang,JiangsuProvince.
Thepoliticalactivitiesofdiplomaticenvoyspromotedtheexchangeandintegrationofmaterialandspiritualculturebe-
tweentheHanDynastyandcountriesonthewesternpartoftheSilkRoadinCentralandWestAsia.Inaddition,from
the“Futubambooslips”inXuanquanPosthouseontheSilkRoad,themaindrivingforcefortheearliestintroductionof
BuddhismtoChinawastheBuddhismofKushanEmpireinCentralAsia.Asaresult,theCentralPlainsshouldhaveac-
ceptedBuddhismfromKushanratherthanfromIndia.Fromtheperspectiveoftime,therewasa“FormerSilkRoad”
beforetheSilkRoadwasopened.Duringthisperiod,theexchangesandmutuallearningbetweentheEastandtheWest
intermsofpersonnel,commodityandculturaltransmissionlaidasolidfoundationforZhangQiantoinauguratethe
WesternregionsandconstructtheSilkRoad.Moreover,nomadicpopulationsplayedanimportantintermediaryrolein
theexchangeandintegrationofEasternandWesterncultures.The“SilkRoad”issynonymouswiththeexchangesand
mutuallearning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ivilizations.ToconductresearchontheSilkRoadbyusingunearthed
documentsandculturalrelicsisanimportantmeasureandbeneficialpractice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SilkRoad
Studies”,andisofgreatsignificancetothegenerationofsystematicandscientificresearchmethodologyofthestudies.
Keywords:mutuallearningamongcivilizations;unearthedbambooslips;archaeologicalexcavations;theSilkRoad;the
FormerSilk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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